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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户籍制度开始松动，释

放了一批原来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同时，城市中出现大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再

加上国企改革的浪潮，这些企业都对劳动力的供给提出了数量上的新需求。在制度的推动和资本的夹击

下，农民逐渐离开乡土来到城市谋生，被卷入资本关系中成为雇佣劳动者，成为农民工。根据马克思的

阶级理论，我国的农民工阶级只是一个自在阶级尚未形成自为阶级，农村释放出来的自由劳动者涌入城

市，被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雇佣，最终形成庞大的农民工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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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with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
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household registra-
tion system began to loosen, releasing a number of rural labor forces originally fixed on the l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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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in cities, coupled with the wav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these enterprises 
had put forward a new demand for labor supply in quantity.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system and 
the attack of capital, farmers gradually left the countryside to make a living in the city, and became 
hired laborers and migrant workers involved in the capital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Marx’s class 
theory, the clas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s only the spontaneous class and has not yet formed 
a conscious class. Free workers released from rural areas flooded into cities and were hired by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eventually forming a huge class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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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民工”概念的界定 

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和阶级意识两方面来考察阶级，认为近代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就是由“自在阶级”

向“自为阶级”发展的过程，将阶级意识当作阶级政治成熟的重要尺度，只有当一个阶级意识到自己的

存在，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时，这个阶级才能成为成熟的阶级。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地，但主要从事非农

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1]。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

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城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对“农民工”的

界定有以下特点：第一从身份制度上界定，其户籍身份是农民[2]；第二从职业上界定，其主要从事非农

产业；第三从收入来源上界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是雇佣关系下的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属于被

雇佣者，其他没有结成雇佣关系的进城农民并不属于农民工的范畴。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农民工阶级在

经济上已经形成，但是在政治层面则尚未成熟。 
农民工阶级是我国特有的二元城乡结构下产生的特殊的劳动者阶级，他们既有农民阶级的特点，又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处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第三种形式。他们形成的原因比城市工人的更加复杂，

是在国内资本形成和制度变迁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 

2. 农民工阶级形成的推动力 

在制度上，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民不再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

上。农村地少人多的现实情况再加上劳动力的提高，农村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户籍制

度的实际松动，对农民自由进城的放松，让这些剩余劳动力有机会向城市流动，在城市里参与经济活动，

创造经济价值。然而，当时我国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轻工业发展迟缓，将农产品“剪刀差”补给城市，

农村在失去大量劳动力的同时又陷入了穷困的境地。 

2.1. 农村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驱动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人越来越多、地越

来越少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改革开放前，由于人民公社体制，人地矛盾被极其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所掩盖。改革开放后，农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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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原来被隐蔽的人地矛盾显性化，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加快，耕地面积也呈加速减少的趋势。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

转移的巨大动力。 

2.2. 制度的推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户籍制度的实际松动都

推动了农民流入城镇，加速农民工阶级的形成。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大大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1958
年兴起并在全国推广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吃大锅饭”的平均分配方法，极大

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抑止农村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给予农民的自由，为

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解除了制度约束。 
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和收入分配权，

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际上给予了农村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权力，也为农民工

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1979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

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在“交够国家和集体的”之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与城市的个体户相差无

几。也就是说，尽管农民还是在种地，但由谁种地、如何种地却是农民自己说了算。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得以调动，潜能得以发挥。农业技术进步也促进劳动力的解放，就业不充分的矛盾迅速显现，这样农村

剩余劳动力产生了。 
户籍制度的实际松动和身份证制度的实行，农民进城才有合法的身份。1984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

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3]。1985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改革农产

品统派购制度[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首次在政策上出现松动。正是这一政策上的松

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迁徙放开了手脚，提供了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

劳动力。 

2.3. 政策的推动 

1949 年建国后我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加之国有企业的效益较低，自身积累少，导致创造

的就业岗位尚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就业需要。为了保证这个发展战略的执行，政府实行城乡分隔政策，

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同时在农村又用人民公社这一制度和限制多种经营的“左”的政策，把农民束缚在

土地上。结果是从建国初到 1978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由 3:7 变为 7:3，而工农业劳动者和城

乡人口的比例仍然是 2:8。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劳动力转移的不同步，使农村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总之，无论是在自然条件上农村地少人多的人地矛盾，还是制度建设上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农村的影响，都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者的产生。而户籍

制度的松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创造了可能性。 

3. 农民工阶级形成的拉力 

3.1. 资本对农民工的需求 

农民工阶级形成的最主要的拉力是城市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在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决定劳动

力商品价格的因素有三个，第一，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农民工进城务工，再生产其

劳动力的生活资料被资方压得极低，甚至透支使用劳动力。第二，其家庭、子女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农民工往往远离其家庭、子女，农民工进城而家庭留在农村，因此其家庭和子女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

值是农村生活水平的，相对城市工人的家庭、子女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更少。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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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户籍上的区别，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不同，而且农民工还没有城市

工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工的“价格”。第三，劳动者所需的培训、教育费用。随着

机器的普及，对劳动者的技术要求越来越低，模糊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界限，工人的工作越

来越依附与机器。这三点最终导致农民工低收入的现实，雇佣农民工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资本从来不是慈善家，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农民工低廉的工资正是投其所好。那

些当年“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今天又“夹着钱包回来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登陆，私

营企业的大量兴起，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巨大的需求，它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巨大的拉力；

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进城提供了机会。这些因素交

织在一起，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使农民工阶级的在经济上的形成，

同时资本对农民工的剥削也促使其维护自身意识的萌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朴素的农民工群体的观念，

但尚未形成阶级意识。 

3.2. 外资和民营企业对农民工的侵害 

改革开放让外国资本看到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处在世界市场垂直分工体系的最低端，

即更长的劳动时间、更加恶劣的生产环境、更加低廉的计时工资。这是由资本的意志和特性决定的，就

业环境下降的一种极端表现是就业者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严重侵害，这一点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珠江三角洲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会提供集体宿舍供农民工居住。集体宿舍环境恶劣且十分拥挤，一

间小小的房间挤着 6 张双人床，12 个人共居一室，十分局促，床下放满了脸盆和鞋子，衣服密密麻麻地

挂在阳台上。在虎门镇一家建筑企业里，农民工睡在建筑工地上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只有一排木板和 10
多张席子，除了一盏照明灯，什么电器也没有。还有在温州的小厂房里，农民工住在作业场所上的隔板

上，只能靠梯子上下，用塑料编织袋挡风，必须得弯着腰才能爬到床上[5]。 
在外资“野蛮生长”的时期，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并不乐观，一些企业对农民工的侵权行为屡

屡发生。这个时期的劳资纠纷和农民工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营企业加班加点的情况十分严重。直到 1997 年全国总工

会进行农民工问题调查时，仍有 45.2%的农民工在完成既定工作量后仍然需要加班，延长工作日或安排

节假日工作不能得到加班工资的占 30.7% [6]。一些企业主鼓励和引导农民工加班加点；甚至有些企业强

迫农民工加班加点，不加班要以旷工论处，被倒扣钱或除名，而加班工资则是随意施给。拖欠工资的情

况更是时有发生，有 62.1%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超过 500 元[6]。算上加班工资在内，月均收入在 300-400
元的农民工约占 16.7% [6]。这种长时间加班加点、低工资和生活条件恶劣的状况，正是珠三角地区改革

开放之初劳资纠纷频发和停工、罢工事件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3.3. 国有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 

20 世纪 80 年代，外资大量涌入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国各地的国

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贯穿整个 90 年代的改革主线。

这一时期形成的“下岗潮”既有城市劳动力总体过剩的因素，又有结构性失业的原因。一方面，社会上

有大量苦、脏、累、险、重和流通行业的工作没人干，农民工进城填补了这些岗位的空缺，聘用廉价的

农民工代替城市工人对于正在改革的国企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据统计，国有企业职工比农民工的工

资高 32%，这还不包括他们所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物质福利，如果把这部分福利也计算进去，

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比农民工约高出 127% [7]。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没事做，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城市“下岗潮”增加了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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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这种结构性失业，国家对外来农民工进行干预，对农民工进城务工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这种巨

大的“下岗潮”压力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碰撞。无疑再次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和农民工流动的制约。 
农民工阶级形成之初的劳资关系的特征。一方面，农民工流动的政策性障碍已经扫除，我国决定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连续两年各级政府没有再出台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措施，农民工

已经得到了更大的经济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开始发育，流动的农民工已经具备

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农民工流动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

做好准备，制度上缺少设计，管理上规范缺失，社会组织渠道不畅，劳资矛盾严重。 

4. 结论 

回顾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历史，会发现其在形成初始是一个被政策、被资本推着走的群体。一开始缺

乏自主性和主体性，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好好活着”，在农村找不到活路就去城里谋。农民工进城是

在二元制松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农民工进城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在最初的几年，农民工进城都不是

完全自由的，受到多重或松或严的限制。 
随着改革开放，国内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

放市场，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其中私有经济发展、鼓励外资直接投资、进行国企改革，在城市形

成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城市的就业机会、相对农村的高收入等等拉力吸引着在农村收入微薄的农民进城。 
农民工阶级是在制度变迁和国内资本发展两股力量夹击下形成的，在形成之初只是经济上存在的自

在阶级。农民工的形成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农民工的主体性阶级形成初期十分微弱。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说“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8]。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形成

的过程，农民工进城务工和企业确立雇佣关系，其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成为雇佣劳动者。农民工在这些

不同性质的企业里都受到剥削，这是雇佣关系即资本关系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剥削的程度和剩

余价值率的高低有所差别而已，在这一方面是和工人阶级相同的。而农民工的特点在于，没有完全实现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农民工在乡村仍然所有土地，似乎还有退路可走，可以回到农村。但就今天的

情况来看，农民工越来越趋同于工人阶级，现实情况是即便农民工返乡也会面临无地可种的情况。这样

农民工就会彻底变成“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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